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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的水利工作实践
□ 王卫斌

土地和水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公共性，本该且

必须归于全体社会成员公有共用，必须且只有交由国家

代表国民占有，交由政府代表国家管理，才能实现它的公

共性。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蒋介石集团背叛了孙中

山先生“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放弃了反

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党的工作重点逐

步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启了实质性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变

革旧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新阶段。

中央苏区各级党政紧随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重新

确定水利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

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赣

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规定武装夺取政权成功后，须

立刻没收一切剥削阶级的田地、山林和池塘，归苏维埃政

府公有，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便分配的河坝及大规模池

塘，归苏维埃政府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

修浚整理”。同年 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土地法令》，规定所有池塘由苏维埃政府没收，出租

给农民畜养水产物，与水利消防相关的池塘应以水利消

防为重。所有陂圳、水车由乡政府管理，水流连贯数乡的

陂圳应由各乡组织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下相连、水

利相通的田地应准许水流畅通，新开水路经过的所有地

方，“无论何人不得借故阻挠”。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土地法》，认为“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一

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

的发展必经步骤”，规定一切水利、江河和湖沼，“由苏维

埃管理，建设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政制定颁布的

各类法规文件多达 775件，其中有一半多涉及到农林水

利。通过明文立法、审慎发令，为有关部门治水管水提供

了根本遵循，为农民群众用水兴水提供了可靠依据。在

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强大的威力扫荡下，中央苏区反

动的封建土霸水霸被打倒，落后的封建水权水规被取消，

狭隘的封建水利界限、水利共同体被打破。水利矛盾纠

纷还原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真实关系，增强了农民的阶级

兄弟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水利资源回归了它的公有属

性和共用职能，减少了人为浪费损失，扩大了有效灌溉面

积；广大贫苦农民掌握了基本生产资料，提高了发展农业

生产的内生动力和能力，由此也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

农村生产力。

中央苏区地处武夷山、南岭和博平岭等山脉之间，位

居赣江、珠江和汀江、闽江、九龙江等水系的源头，境内群

山绵亘、水网密布，素有“种一年吃三年”的说法。但在封

建社会时期，自县以下都没有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水利

事业主要由民间自建自管，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极其脆

弱，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毛泽东和朱德率领

红四军主力脱离弹丸之地井冈山，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

中央苏区局部执政地位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把农业

生产和水利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2年 2月 8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春耕的训

令，强调春耕和农业生产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

分”。1933年 4月 22日，中央土地部发布《怎样领导夏耕

运动》的指示，强调“水是稻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

成白费”。同年7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党的任务

的决议，强调“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

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

1934年 1月 24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会上进一步指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军事“围剿”，确

保群众安全耕种，1932年 12月 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

定苏区全境提前春耕，要求各级政府务须协同各群众团

体，动员全体群众，在公历正月内犁好所有耕地、修好一

切河圳，最先完成任务的乡和个人由县区政府给予奖

励。1933年2月1日，中央土地部训令区乡土地部立刻展

开调查统计，摸清陂圳、河堤、池塘和水车等水利设施的

情况，计划好修理、开筑和挖深等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工、

材料数量，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发动群众捐钱捐工，并限定

在3月份之前一律修理好、开发好。

毛泽东亲自规划中央苏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制定了

堤高 4尺、底宽 7尺、顶宽 3尺的堤防设计标准，带领干部

群众在瑞金县叶坪乡马山村拦截古城河，修筑了自明代

以来多次动工均未告竣的东华陂，灌区 1.28万亩田地得

到有效灌溉。中央土地部代部长邓子恢亲自出席瑞金县

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参与讨论、制定春耕运动的具体计

划，以及解决水利耕牛农具等问题的具体办法。中央苏

区各级党政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大幅降低农

业税负，持续加大水利投入，全力救助受灾群众。

截止 1934年夏耕夏种结束，中央苏区各地修复和新

开的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已达万余处，仅新开挖的水塘就

有三千多口，初步配套完善了蓄引提排灌系统。其中瑞

金县修复和新开陂圳 2340座（条），新开水塘 85口，修复

和新造简车水车545架（乘），有效灌溉面积达94%。兴国

县修复和新开陂圳 869座（条）、水塘 233口，修复和新造

简车水车 71架（乘），13万亩田地得到有效灌溉。福建省

长汀、宁化和汀东三县修复陂圳2366座（条），新开几十座

（条）。粤赣省修复和新开陂圳 4125座（条），仅会昌县就

修复了1035座（条）。

中央苏区各地在连续遭遇 60年未有水灾、百年未有

旱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依然逆势飘红，普遍恢复和超过

了土地革命前的水平。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水稻主粮

的产量平均增长了 15%，番薯、芋子和豆子等杂粮增长了

20%。1934年秋收季节，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处

于战区边区地带的粮食损失了不少，但平均收获量仍比

上年增长了 10%左右，其中赣南增长了 15%，粤赣增长了

20%。水利建设在减轻水旱灾情、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

时，又间接促进了养殖、商贸和水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极大地充裕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改善了苏区军民的

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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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工作蓬勃发

展的同时，南梁地区的地

方党组织建设工作在习

仲勋、张策、惠子俊、张

秀山、马仰西、高岗等人

的 负 责 下 逐 步 开 展 起

来。在此期间，陕甘边区

红军主力部队也开展了

建党工作。

当时，陕甘边区党和

红军在南梁一带开展地

方党组织建设工作面临

许多困难和挑战。这里

地域偏僻，群众接触到的

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

很少，而封建社团组织相

当 普 遍 ，哥 老 会 、天 门

会、释教会等会道门组织

很流行。这些组织带有

浓厚的封建思想。因此，

在南梁地区发展党的地

方组织必须坚持积极稳

妥的方针。一方面，以南

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的巩固需要建立

党的地方组织；另一方

面，在党的地方组织建设

上，必须克服“左”倾错

误的干扰。否则，“如果

盲目地大量的发展党的

组织，不但不会建立强有

力的组织，相反会把党葬送在这些封建的

污泥坑中，这在当时是不能不注意的事

情。”

因此，习仲勋、张策、吴岱峰、高岗等

刚到这里时，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

发，提出分牲口、分粮食、分土地、打土豪、

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发

动群众斗争，建立群众组织，逐渐地培养

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地方党的基层组织。

1934 年一二月间，习仲勋、张策在南

梁白马庙一带发动雇农群众，组织工会，

选举张钦贤为工会会长。工会主要做雇

农的工作，发动长工向地主作斗争，要求

增加工钱、换衣服等。同时，在白马庙发

展张志德、张钦贤、张志福、李元恒 4 名党

员，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中共白马庙党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

记。后来，牛永清、武生荣、郝文明、贾生

秀、白天章、边金山等一批南梁地区贫苦

农民积极分子也入党，为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

党的组织保证。

1934 年春，习仲勋、惠子俊、张秀山、

强家珍、马仰西等在开辟庆北苏区的同

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杜家河、武

家河、城壕川等 3 个党支部，杜家河党支

部书记李培福，武家河党支部书记高登

洲，城壕川党支部书记黄兴仁，共发展党

员 50 余名。此外，在柔远川以及西岭等

地，也建立了一些党小组，发展党员 10 余

名。

党在合水县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也

很出色。早在 1932年春，刘志丹就派共产

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

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同年 6 月，正

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

克秀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1933年 3
月，在红二十六军和黄德明的具体帮助

下，葫芦河赤卫队扩建为东华池赤卫军大

队，黄克秀任大队长。1933 年 6 月，经黄

德明介绍，黄克秀光荣入党。8月，正式建

立合水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葫芦河

党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有党员 15
人。1933年冬，刘志丹在合水县连家砭和

老城发展党员 4名。葫芦河党支部辖赤卫

军大队、葫芦河、枣刺砭、安子坪、连家砭 5
个党小组。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在巩

固根据地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文章节选自《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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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晚期内阁首辅杨一清曾三次

出镇西北边关，途径山丹峡口关寄宿，留

下《山丹题壁》一诗：“关山逼仄人踪少，风

雨苍茫野色昏。万里一身方独往，百年多

事共谁论。东风四月初生草，落日孤城蚤

闭门。记取汉兵追寇地，沙场尤有未招

魂。”为山丹古城增色不少。

据记载，山丹峡口历史记载最早起于

汉代，称泽索谷。刘昭帝（刘弗陵）始元二

年（公元前 85年），为防御匈奴入侵，置日

勒都尉，屯兵设防，移民屯田。明清时期

扩大防卫，属山丹卫管辖。峡口古城面积

约 19万平方米，开南、北门，有瓮城，北门

外有外城，四周有护城河。这座古城和东

北边的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严密的防守

措施。城中有过街楼，上书“威震乾坤”的

匾额。过街楼因年久失修，看起来比较沧

桑。峡口古城地处焉支山余脉和北部山

峰夹持的峡谷当中，地理位置非常险要。

峡口古城是甘凉古道上至关重要的

一处古城关隘，肩负着官吏接待、军粮供

给、通邮通商等职能，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十分突出。唐时，这里设

和戎城。明、清时期，峡口关皆为设防、商旅和驿传重地。各朝代去

往西域的车马人等，历经此地，必须经过此处关隘。据《重刊甘镇

志·兵防志·军制》记载：“明代山丹卫原额兵六千七百七十名，实际

一千五百五十一名”。《重刊甘镇志·兵防志·堡寨》记载：“山丹卫领

堡一十有六”，而“石峡口堡”一堡就有“轮戍兵常额二千二百二十八

名，实在兵七百二名，其中骑兵六百三十七名”。由此可知，驻守峡

口的实际兵员主要以骑兵为主，是山丹卫总兵员的近一半，有着较

强的战斗力。峡口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负责邮传递运。峡口古城

中曾设硖口驿，峡口驿置甲军 40名，骡马 21匹，车牛 23辆，专司邮

递。峡口古城东、西10里的地方分别设停云铺和丰城铺，专门负责

邮传急递，直至清朝。如今，这里的古营盘、硝堆、敌角墩、栈道、古

长城、烽火台、接官厅等遗址清晰可辨，影射出当时峡口城屯兵设

守、刀光剑影、风烟如云的古驿景象。

峡口古城有“甘凉咽喉”之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刑部

郎中陈棐巡视河西防务，途径峡口古城，见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

攻，写下“锁控金川”四个大字，并嵌刻于巨石之上，其字大如斗，现

已成为峡口古城的一处人文胜迹。清末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途径

山丹的时候，曾手书“周小泉故里”，刻石立记于山丹小东门之外。

如此险要的关隘，自然少不了历史上许多名人驻足，张骞、霍去病、

哥舒翰、赵破奴、唐玄奘、陈子昂、王允中、林则徐等，都在这里或战

斗、或戍边、或路过歇息，让峡口古城产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千百

年来，一批又一批戍边将士，守卫着祖国的西陲边疆，为这片土地的

安定团结作出了贡献。

清末关于峡口驿的资料显示，当地除驻军外，有居民79户，399
人，却有“代、贴、脱、车、翟、房、唐、李、杨”等40多种复杂的姓氏。居

民大都为历代随军家眷，他们皆为军户，不事农耕，子女长大除当兵

外，大部分人专做饮食、贸易等生意。城内街道两旁开设馆堂、店

铺，共有十大字号店铺。根据峡口古城遗存的文化实物考证，这里

还曾制造马具和生产芒硝，用来熟制加工动物皮革。这些都与长期

驻军有关，应该是历史形成的货源供应市场。

历代文人学者，赋吟峡口古城的诗词歌赋有30多首，其中唐代

诗人陈子昂“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明代岳正“石峡嵯峨胜禹

门，万年古迹到今存。两山张掖如鸾峙，一水中流似马奔”；清代诗

人谢历“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千

百年来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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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飞动 汉隶典范
□ 周惠斌

汉《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有“汉

碑中的精品”“汉隶中的代表”之誉，刻立于东汉

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十月。明代万历初年，出

土于陕西省合阳县旧城莘里村，其时篆额已不

存，但碑身完整，字体清晰，不缺一字，殊堪称奇，

后移存至合阳县孔庙东门内。清代康熙十一年

（1672年），碑身断裂，所刻之字因此出现缺佚，但

仍不失为汉碑中保存汉隶字数较多的一通碑

刻。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全碑》呈竖方形，高 272厘米，宽 95厘米，

由晋代王敞等为纪念曹全的功绩而立，王敏、王

毕等立石。碑阳凡 20行，行 45字，内容记述郃阳

令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因遇禁纲，隐居于

家，光和七年出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此

外记载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

浩荡，波及陕西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的农民

起义提供了重要史料。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

人，侍亲至孝，任时恩泽广被，同僚颂扬高德。

正文末有铭辞 3 行，3 字为句，空 3 行书年月

一行。碑阴 5列：首列一行，二列 26行，三、四列，

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记载为 8 行、18 行，民国欧

阳辅《集古求真》则记载为 5 行、17 行，五列 4 行，

皆刻录立碑和题名者，包括处士、县乡三老、门下

祭酒与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人的名字。因碑

文中多有别字，后人因此疑之为系后世好事者所

摹刻，然而仅其端直朴茂状，显然非汉人所不能

及也。

《曹全碑》堪称汉隶中圆笔书写的典型、秀美

一派的典范。碑文结体匀整，笔势流畅，字距疏

朗，行距紧凑，笔法严谨，结构舒展，风格秀逸。

文字体态扁平，左右伸展，下部开张，工整精细，

外柔内刚，逸致翩翩。用笔圆润精美，秀丽兼备，

自然流畅，波磔鲜明，转折处已多见行书笔意。

字型匀整秀丽，遒美质朴，充分显现出汉隶渐趋

成熟及稳定的书写技法。

由于《曹全碑》出土晚，存字多，写刻精，法度

严，影响大，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极高的艺术

价值，而且历来是习写汉隶的首选，清代万经对

它推崇备至，赞叹为：“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

骤，洵神品也。”

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曹全碑》拓本，为明

拓“悉”字未损本（首行“秉乾之机”之“乾”字未

穿，第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经清代学

者朱彝尊、金石家翁方纲和近代梁启超等递藏，

传承有序。内框高 25 厘米、宽 11.5 厘米，外框高

31.5厘米、宽 16厘米，计 21开，拓印黑明，如涂油

脂，光可鉴人。内有翁方纲题签“曹全碑曝书亭

藏本”，并钤“覃豀鉴藏”朱文长方印；外有梁启超

题签“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己丑正

月题”；此外有赵怀玉题跋、李彦章观款，另钤有

“朱彝尊印”“彝斋”“竹垞”“翁方纲”“文渊阁校

理翁方纲藏”“启超”“梁”“饮冰室藏”，以及“子

孙后世家传之宝”“汉筹之印”“苏斋金石文”“容

斋清玩”“叶志诜审定记”“东卿过眼”“李彦章印”

等印章，蔚然可观。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曹全碑》拓本

书讯书讯
《肃北文史》（第十辑）出版

近日，由肃北县政协编辑的《肃北文史》（第十辑）出版。《肃

北文史》（第十辑）收录反映自治县建县以来历史发展变化、艰

苦创业和民族风情等方面史料文章 20篇，约 12万余字，分“历

史回眸”“往事追忆”“发展漫笔”“重大事件”“民俗风情”“红色

记忆”6个篇章，并插入相关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肃北县政协希望通过编辑出版文史书籍，进一步发挥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引导各族

儿女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共创力量，昂首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

（赵明庆）


